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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 31 个省域

2003—2017 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

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

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

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

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

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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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旅游休闲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必需品，旅游休闲消费也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其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带来的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已成为广大学者关注及研究的焦点。旅游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从旅游业

在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看是很明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多数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旅

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其本身就是旅游目的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目的地的环境不仅是吸引旅游者来访的重要决定

因素，而且其环境质量还将影响旅游者的满意程度。首先，有研究表明，旅游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逐渐凸显，目前旅

游业所需要的能源大多来自化石燃料，占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5%。在旅游业导致的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中，航空占 40%、

汽车占 32%、住宿占 21%。其次，很多的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坏，就无法再现，即使能复制，也没有最初的旅游价值

了。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一个高质量的环境是旅游业的基础，发展旅游业这一行动本身又构

成了对高质量环境的威胁。”因此，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何让旅游业与经济发展

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耦合理论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描述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使结果

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也可能使结果朝着消极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耦合度只能说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

的高低，为了进一步分析多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学者们对多因素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把耦合理论运用

于旅游的影响研究也非常多，有学者对旅游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进行了研究，如刘佳等[1]分析了 2012 年山东省蓝色经济

区 7 个城市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周瑞雪等[2]对河南省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姜嫣等[3]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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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0年东部10个省份的区域旅游产业和经济的耦合度；刘金栋等[4]对 2010 年中国 31个省份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

调度进行了分析；高楠和马耀峰[5]测算了 1993—1999 年、2000—2005 年和 2006—2011 年三个时段中国省际旅游产业和区域经

济的耦合协调度；庞闻等
[6]
比较了 2001—2009 年上海和西安两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也有学者对旅游产业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进行了研究，如王宁[7]通过耦合容量模型和障碍度要素分析法对 2001—2012 年杭州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

境进行了研究；张玉萍等[8]对 2001—2011 年吐鲁番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研究；方叶林等[9]对 2001—2011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旅游业和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协调度分析；李锋和郭振江[10]分析了 2012 年中国省际旅游环境与旅游收入的

耦合协调度；符莲等[11]研究了贵州喀斯特地区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状况；丛小丽等[12]对吉林省的各州和地级市做了

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分析。也有学者从旅游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因素耦合的视角做了一些研究，如韦福

巍等[13]对 2000年、2005 年、2010—2012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旅游产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度测算；周成等[14]对

2002—2013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份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周成等
[15]
对 2012 年中国 31个省份截面

数据的旅游、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协调度测算。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三因素耦合的重要性，

但其研究内容都限定于某个区域、某个年份或若干年份，没有对我国省级层面做长时间的耦合协调分析。此外，在三因素甚至

更多因素耦合的研究方面，姜磊等[16]讨论、修正了三系统耦合公式并将其推广到 n 系统耦合；韩文艳等[17]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 9 个省份的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的三因素耦合协调关系；李雪松等[18]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三

因素耦合协调关系；姜磊等
[19]
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 36个城市的经济—城市—社会—环境四因素耦合；索志林和陈佳男

[20]
构建

了中国 31个省份的城镇化评价体系并做了四因素的耦合协调分析。 

综上所述，运用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研究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地区乃

至一个国家的旅游业能否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 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1.1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评价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需要对每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依据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

平—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系统的特征，遵从数据可获得性、指标代表性、科学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等原则，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表 1 列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测度指标及对应的类型，其中，旅行社效应和星级饭店效应

分别为旅行社营业收入和星级饭店营业收入与相应从业人数的比值，旅行社从业占比和星级饭店从业占比分别为旅行社从业人

数和星级饭店从业人数与相应研究区域的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和“-”分别表示对应的指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

好)和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表 1指标体系及平均权重 

子系统 一级指标 平均权重 二级指标 类型 平均权重 

A旅游产业 

A1旅游收入 0.2233 

A11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 0.3504 

A1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 0.6496 

A2旅游接待规模 0.2143 

A21国内旅游总人次/万人次 + 0.2744 

A22入境旅游人数/百万人次 + 0.7256 

A3旅游产业效应 0.1979 

A31旅行社效应/(万元/人) + 0.5435 

A32星级饭店效应/(万元/人) + 0.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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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旅游就业效应 0.2071 

A41旅行社从业占比/% + 0.5375 

A42星级饭店从业占比/% + 0.4625 

A5游客行为 0.1574 

A51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元/人天) + 0.2207 

A52入境旅游人均天消费/(美元/人天) + 0.3269 

A53入境旅游人均停留天数/天 + 0.4524 

B 经济发展水平 

B1经济水平 0.3097 

B11人均GDP/(元/人) + 0.5521 

B1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人) + 0.4479 

B2产业结构 0.2782 

B21第二产业比重/% + 0.2972 

B22第三产业比重/% + 0.7028 

B3对外贸易 0.4121 

B31进出口占GDP 比重/% + 0.6217 

B32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比重/% + 0.3783 

C 生态环境 

C1生态资源禀赋 0.4515 

C11人均湿地面积/(平方米/人) + 0.7271 

C12森林覆盖率/% + 0.1609 

C13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 0.1120 

C2污染物排放 0.1635 

C2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吨/人) - 0.1880 

C22人均烟粉尘排放量/(吨/人) - 0.2069 

C23人均废水排放总量/(吨/人) - 0.1997 

C24人均废水中氨氮排放量/(吨/人) - 0.1997 

C25人均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吨/人) - 0.2057 

C3生态治理 0.3850 

C31人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平方米/人) + 0.5310 

C32人均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元/人) + 0.4690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09 年以前，对旅游企业的统计主要是以旅行社、酒店为主，而 2010 年对旅游企业的统计拆分成旅

行社、星级饭店和旅游景区，为了指标时间序列的一致性，仅选择了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的相应指标，对于游客行为的指标，根

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入境旅游人均天消费、入境旅游人均停留天数 3个指标。 

本文研究的样本期是 2003—2017 年，数据来源于 2004—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1.2 数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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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研究所考虑的三个子系统均包含多个评价体系，而各指标度量单位和数量级均不相同，且每个指标对系统存在正向

作用或负向作用。因此，需要对各个指标加以标准化来消除度量单位、数量级以及指标类型对系统不同作用的影响。我们采用

的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式中：xijt表示研究区域 i 的指标 j在时期 t 下的样本值，J+、J-分别表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集合， 、 分别表

示在时期 t下所有研究区域 i 中给定指标 j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显然，标准化后的 介于 0 和 1之间。此外，这里的研究区域

i是指我国 31个省域单元(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的缺乏不予考虑)，研究时期 t表示2003—2017 年。 

1.3 评价得分 

由于三个子系统均包含若干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都下辖一个或多个二级指标，而二级指标的数据可由相关统计年鉴查

询或计算得到。利用二级指标数据计算一级指标的综合值，以及利用各子系统的一级指标综合值分别计算对应子系统的综合值，

权重的选取或设置非常重要。主观赋权法或专家赋权法有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为此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变异系数法来计

算权重，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某个指标的取值差异越大，则越能达到区分样本的目的，从而赋予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该越

大。本文采用的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的公式为： 

 

式中：Sk表示属于某个一级指标 K 的所有二级指标构成的集合，如一级指标“C3生态治理”的 Sk由二级指标“C31人均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及“C32人均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构成。vjt表示时期 t下二级指标 j的变异系数， 和 sjt分别表示时期 t下

指标 j 的样本均值及样本均方差，wjt表示时期 t 下指标 j 的权重。由于本文数据为面板数据，涉及 31 个省域单元 27 个二级指

标 15年的数据，需要分别计算27个二级指标所有年份的权重，考虑篇幅限制，仅列出各个二级指标所有年份的平均权重(参见

表 1的最后一列)。 

利用各二级指标的权重与标准化后的数据，可以计算各个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计算一级指标综合得分的公式为： 

 

式中：yikt表示时期 t 下研究区域 i 的一级指标 k 的综合评价得分。再利用一级指标的结果及变异系数法计算各个子系统的

综合评价值，其方法和步骤完全类似于各二级指标数据计算一级指标的思路和过程。下面给出了根据各子系统的一级指标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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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子系统综合评价值的计算公式。 

 

 

式中：Utour,it、Uecon,it、Uenvi,it分别表示研究区域 i在时期 t下的旅游产业子系统、经济发展水平子系统以及生态环境子系统的

综合评价值，λikt 为研究区域 i 的一级指标 k 在时期 t 下的权重，yikt 为研究区域 i 的一级指标 k 在时期 t 下的评价值，

A={A1,A2,A3,A4,A5},B={B1,B2,B3}和 C={C1,C2,C3}分别表示三个子系统对应各自一级指标的集合。同样，我们利用变异系数法计算

各个时期所有一级指标的权重，表 1的第 3列给出了一级指标所有年份的平均权重。 

1.4 耦合协调度模型 

计算出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后，就可以计算31个省域单元在各个时期 t下的整体系统综合评价值，该综合评价值也是耦合

协调度模型中的综合协调指数 T，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分别为 Utour,it、Uecon,it、Uenvi,it的标准化结果，wtour,it+wecon,it+wenvi,it=1，且 wtour,it、wecon,it、wenvi,it都大

于等于 0。Tit表示研究区域 i在时期 t下的综合协调指数。 

上述综合协调指数的计算公式涉及权重 wtour,it、wecon,it、wenvi,it 的确定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设定子系统间权重的做法，其

一是采用客观权重法计算权重；其二是根据研究者的立场和判断，主观设定三个子系统的权重。考虑到三个子系统之间可以相

互影响及相互补偿，我们认为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三者在整个大系统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其权重也应该相同，

为此，将三个子系统的权重全部设定为 1/3。 

耦合度来源于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这里指各子系统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反映多个系统通过各种相

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n个子系统的耦合度计算公式[16,21-22]为： 

 

式中：Ui表示第 i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n为子系统的总数目。耦合度 Cn的值越大，表示系统间的耦合作用越好，关联作

用越明显。姜磊等[16]证明了上述耦合度 Cn(n>2)的取值范围在[0,0.5]内，若是对其进行两倍扩大又存在扩大耦合度的问题。且

公式(9)在计算上比较烦琐，尤其是当子系统数目大于 2时更是烦琐，不利于该模型的推广使用。因此，对于本文考虑的旅游产

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情况，参照姜磊等
[16]
推荐的耦合度计算公式，本文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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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度能较好地反映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不能体现大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为此引入反映综合发展水平的协调

度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Dit表示研究区域 i在时期 t下的协调度。 

计算出耦合度和协调度后，可以依据数值大小将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划分为多个阶段(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如低水平、中等

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很多学者采用主观设定临界值的方法对耦合水平或协调水平进行划分，该方法具有两个缺陷，其一

是各个决策者的划分依据不同从而结果各异，不具有可比性；其二是当实际计算出来的耦合度或协调度呈现不均匀分布时，主

观划分容易导致分类异常或不准确。因此，本文采用客观的四分位数进行划分，该方式获得的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更为客观，

对于将本文考虑的 31个省域单元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地区也更为客观。 

2 实证分析 

2.1 时间序列的省域平均耦合度和协调度 

建立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首先利用二级指标的样本数据计

算一级指标的综合值，再利用一级指标的综合值计算三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然后计算大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最后根据耦

合度公式和协调度公式计算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首先，分析中国 31 个省域单元 2003—2017 年耦合度和协调度

的平均值，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 2003—2017 年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 

从图 1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 31个省域单元的平均耦合度值和平均协调度值分别介于 0.884～0.931 和 0.464～0.513之

间，平均耦合度呈现上下波动的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化，三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

用越来越大，但相互协调关系前期较好后期变差。从平均耦合度来看，国家的每五年计划时期段，耦合度均呈现出了上升的趋

势。2008 年后，虽然增加了中国的传统节假日，但是取消了“五一”长假，导致后续 5 年的耦合度出现下降趋势，使其相互作

用力差。从平均协调度看，“十五”与“十一五”期间，三个子系统的协调作用逐渐提升，仅“十一五”的最后两年略微下降。

“十二五”与“十三五”期间，三个子系统的协调作用呈波动式下降，2015 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股市暴跌、天津港爆炸事件

及深圳滑坡事故等旅游、经济及生态事件综合导致了2015 年的协调度达到最低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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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省域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变化 

首先，我们计算了 2003—2017 年的耦合度，并按照四分数法对每一年的耦合度进行分类，图 2展示了 2003年和 2017 年中

国 31个省域单元的耦合度的空间分布。 

 

图 2 31 个省域单元的耦合度分布 

由图 2可知，将 2017年的结果与 2003年相比，耦合水平从低到高变化的省域单元有 11个，包括河北、吉林、上海、安徽、

河南、湖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其中，吉林和陕西的变化最明显。耦合水平从高到低变化的省域单元有11个，

包括天津、山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和宁夏，其中，天津和浙江变化最明显。 

2003 年高耦合度值主要集中在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西、重庆、新疆。耦合度低的地区大多集中在经济相对

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中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青海，也包括经济与

旅游均发达但生态环境压力巨大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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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的耦合度空间分布来看，高耦合度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安徽、湖北 2个中部省份，四川、陕西和新疆等 3个西部

省份，也包括东部的辽宁、山东和海南。低耦合度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内

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 5个西部省份，还包括经济发达的天津、江苏、广东等 3个东部沿海省份。 

耦合度仅能反映系统间是否有相互作用，而要了解系统间作用力是否协调，需要进一步从协调度来反映。因此，我们计算

了 31个省域单元2003—2017 年的协调度，并按照四分位数法对每一年的协调度进行分类，将 31个省域单元划分为低协调、中

度协调、较高协调和高协调四种类型。 

图 3展示了 2003 年和 2017年中国 31个省域单元的协调度的空间分布。高协调度地区都集中在经济发展好、旅游业发展快

但生态环境发展较差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 7个东部省份。此外，2003年西藏与 2017 年内蒙古的协

调度也很高。经济、旅游、生态环境发展都较差的河北、吉林、河南、广西、贵州、甘肃、新疆在 2003 年和 2007 年均属于低

协调水平，安徽和黑龙江分别是 2013 年和 2017 年协调度低的地区。各地区协调度高低的分布受制于三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和权重，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的经济发展和旅游发展均排在全国前五名，生态环境排位比较靠后，这几个地区均为高

协调地区。 

2.3 省域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的变化 

图 4 给出了 31 个省域单元 2003—2017 年的平均耦合水平和平均协调水平分布。吉林、黑龙江、江西等 3 个中部省份与广

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等 5 个西部省份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都相对较低，特别是贵州、甘肃 2 个省的平均耦合水

平与平均协调水平都极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等 5 个东部省份以及重庆、陕西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都相对

较高，福建表现最为明显，均为极高水平。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与西藏、青海 2 个

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的西部省份具有较低的耦合水平与较高的协调水平，北京、上海 2个直辖市的耦合水平极低但协调水平极高。

地处我国中西部的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和新疆具有较高的耦合水平和较低的协调水平，其中，新疆具有极高

的耦合水平与极低的协调水平。沿海地区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力表现不明显，但由于经济发达，一定程度能拉高该地区的协调

水平，尤其北京、上海 2 个直辖市人口密度过大，污染物排放量也大，环境质量有恶化的趋势，从而导致其耦合度偏低。西部

的广西、贵州、甘肃、新疆及中部的吉林、黑龙江、河南，其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高，同时，因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污染物

排放量也相对较小，所以生态环境得分偏高，但这些地区旅游发展起步较晚、区位与交通条件不好或产品比较单一，拉低了这

些地区的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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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1 个省域单元的协调度分布 

2.4 系统发展的类型分析 

从上文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析可知，许多地区处于高耦合度低协调度或低耦合度高协调度的状态。为了进一步了解三子系

统之间作用力强协调关系差与作用力弱协调关系强的原因，进一步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类分析。从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发展角度来看，对 31个省域单元三个子系统在整个研究时期的平均综合评价值进行比较，可将其划分为

四种基本类型：(1)经济超前型，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2)旅游超前型，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

系统基本协调。(3)经济超前型，经济或旅游的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阈值。(4)旅游超前型，经济或旅游的发展超出

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阈值。上述四种类型分别用经济超前且基本协调型、旅游超前且基本协调型、经济超前但超出生态承载

型和旅游超前但超出生态承载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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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1 个省域单元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分布 

由图 5 可知，11 个东部地区中有 10 个地区(占比达 90.91%)，其经济与旅游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阈值。其中，广东和

海南属于旅游超前发展，且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超出了其生态环境阈值。作为南方沿海省域的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广

东的工业产业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走在了全国前列，集聚了大量人口。同时，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如韶关

的丹霞地貌、清远的原始森林、湛江的热带半岛及美丽的海滩等，还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是出入境旅游的重要通道)，加上舒适

的气候及品种繁多的美食，成为我国旅游热门的地区。由于工业发展及大量的游客导致了广东污染防治力度与经济快速发展不

相匹配，重点流域存在部分断面水质明显下降等现象，使得该地区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明显超出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海南

依托热带海岛的优势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热带风光，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但过去这些年盲目填海造地造景和过热的房地产

项目等，引致该地区生态环境出现部分恶化，旅游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消耗了生态环境资源。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和山东等 8 个东部沿海省份及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居住密度偏大，一定程度上牺牲

了生态环境或者说过度利用生态环境，引致的污染物排放也较大，且其本身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缺乏，属于经济发展超前且超

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水平。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型的地区集中于 8个中部省份和 10个西部省份，此外东

部地区河北的经济与旅游的发展也与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其中，中部的河南、湖南两省与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新疆 6省份属于旅游发展超前，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东部的河北、中部的山西、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湖北 6 省份和西部的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 5 省份均属于经济发展超前，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

环境基本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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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1 个省域单元的系统发展类型划分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了中国 31个省域单元的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采

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31个省域单元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三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空间分析，结论

如下。 

(1)从时间序列看，中国 31 个省域单元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值分别取值于 0.884～0.931 和 0.464～0.513 之间，耦

合度总体呈现波动的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则呈现出先上升后波动下降的趋势。 

(2)从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省域耦合度的变化来看，各省份 2003 年和 2017年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变化幅度不是很明显，耦合

水平从低到高变化的省域单元有 11个，包括河北、吉林、上海、安徽、河南、湖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其中，

吉林和陕西的变化最明显。耦合水平从高到低变化的省域单元有 11个，包括天津、山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

东、广西、重庆和宁夏，其中，天津和浙江变化最明显。 

(3)从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省域协调度的变化来看，经济及旅游业均发展较快但生态环境发展较差的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东部地区是 2003年和 2017 年高协调度集中地区，经济旅游生态环境发展都不好的河北、吉林、河南、

广西、贵州、甘肃、新疆均是协调度低的地区。 

(4)从省域的 15 年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的变化来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平均耦

合度和平均协调度都相对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都相对较高。经济比

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和西藏、青海具有较低的耦合水平和较高的协调水平。地处我国中部和西

部的河北、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和新疆具有较高的耦合水平和较低的协调水平。 

(5)从三个子系统的发展类型来看，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发展是基本协调的，仅 11 个省份超出了生态环境

承载阈值。所有中部地区、除重庆之外的所有西部省份和 1个东部地区河北，这 20个地区的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达到

基本协调，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新疆 8个中西部省份属于旅游发展超前基本协调，其余的12个

省份属于经济发展超前基本协调。重庆和除河北以外的所有东部地区的经济与旅游的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其中广

东和海南 2 省是由于依赖生态环境快速发展旅游业，导致了旅游业超前的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其余 8 个东部省份都是因

为快速的经济超前发展，过度依赖于生态环境，导致了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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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交通条件越来越完善，高铁营运里程达到 2.9 万千米的新突破，使得人们出行越来越快捷方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消费结构加速升级，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大幅提升，带薪休假制度逐步落实，假日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旅游国际地位和影响

力大幅提升。出境旅游人数和旅游消费均列世界第一，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国际旅游组织的合作不断加强。在旅游业快速发展

的大好背景下，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护好青山绿水，各地发展旅游业要走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

道路，重点推动中西部地区精品旅游发展。如甘肃、青海、宁夏、黑龙江和新疆等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但旅游业发

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应充分利用好旅游业起步晚、生态环境保护好的特点，完善旅游接待设施，提高接待能力，采用旅游产品

极品开发模式，促进旅游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疆应该打造好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宁夏应该建立好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黑龙江应该加快完善对俄铁路通道与区域铁路网，发展好边境游与国内国际旅游。5个西南地区在利用好高禀赋的旅游资源的同

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开发出极品旅游资源产品。广西要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发发展

及东盟地区国际联盟的机遇，发展好西南、中南地区的经济与旅游合作。云南要利用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

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11 个东部地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都比较快，应该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开发精品旅游产品。

如海南应定位为发展国际旅游岛的模式，但是随着几年的发展，有专家认为海南应该定位为国人富人的集聚地，市场定位将更

加准确。而福建应该利用好首个生态示范省的机遇，发展好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的建设。贯穿好全域旅游发展的理念，如

浙江省安吉县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美丽乡村，帮扶和带动湖南、四川和贵州等地的贫困乡村旅游发展，让省域各地区达到全域

资源整合，实现全要素综合调动，全社会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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